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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山南博物馆藏的一件永乐织
锦唐卡是明成祖赏赐给西藏高僧的礼
物。15世纪，这件织锦唐卡作为嵌入
在一套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礼器，传达
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既包含着一体
性又强调等级性的社会关系。18 世
纪，永乐织锦唐卡被七世达赖喇嘛带
到琼果杰寺，每年在该寺最重要的法
会中公开展示。这件唐卡的宫廷御制
身份成为中央王朝权力的象征，通过
地方性的象征转换与话语生产，用以
巩固格鲁派在西藏地方的政教势力。
20世纪90年代，这件唐卡作为国家一
级文物，成为山南博物馆藏品，并数次
外出参加文化交流巡展。在新的语境
中，此件唐卡的美学特征与历史信息
不断与“文化遗产保护”“一带一路”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主题发生联结。
永乐织锦唐卡不仅呈现着历史，更是
各个不同时代历史创造的组成部分。

语境作为人类学的重要概念，对于
理解器物的价值与意义具有认识论与
方法论的意义。最早关注语境并加以
学术界定的人类学者是功能学派创始
人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因
反对早期进化论将物品抽离其语境进
行分类并构建人类进化序列的做法，
功能学派更关注物品是如何在特定的
社会关系中实现其功能的。马林诺夫
斯基通过详细记录西太平洋诸岛之间
的库拉（Kula）礼物交换行为，考察不
同人群是如何通过物品的交换被联结
起来的。他还提出了“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这一重要概念，强
调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语境对于理解
土著文化的关键作用。语境的概念后
来被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学派发展
为社会关系丛，强调一种语境化的民
俗研究，以此呈现特定民俗生活世界
的整体性与生成性。随着人类学对全
球化的研究，语境的概念逐渐超越单
一的文化与社会而呈现为复数形式，
突显了非西方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关联
性。其中，非西方艺术形式不断被西
方商品化的过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
趣。例如，阿帕杜莱（Arjun Appadu-
rai）认为一件物品并非天生就是“商
品”，其属性与价值是因语境而转变
的。他提出“物的社会生活”（the so-
cial life of things）这一研究方法，主张
关注不同语境中的物，认为它们的意义
就蕴涵于其形式、用途以及轨迹之中，
只有通过对这些轨迹的分析，我们才能
解释将物激活的人类行为及其文化逻
辑，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政治。这一视
角重新开启了人类学对本质主义的反
思，传统意义的乡民仪式与民俗活动不
再被视为是将物激活的唯一方式，博物
馆等新生性机构中的物品也不再被视
为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的设定与分类对象，而是被视为新的
认同证据的来源。艺术品跨越文化与
制度的边界在都市、艺术市场等更宽
泛的社会生活中的能动性（agency）过
程转而被重新加以审视。并且，博物
馆不仅存在于某一语境下，其本身就
在创造文化语境。因此，物的再语境
化（recontextualization）关注物品在不
同时间与空间中的意义生成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把历史与政治带入
交换的研究，不仅要看到物品在过去
是如何被造成的，更要关注到物品如
何在不断被添加上许多新要素后成了
一种缠结物（entangled objects）。这一
学术脉络承袭着人类学整体论的学科
观照，体现着对“民族美学静态模式”
的反思，提供了一种从历时的动态性
与共时的关系性视角重新理解民族艺
术的思路。

从这一视角来看，唐卡作为藏族
传统文化中一类特别的物品，其属性
也随着语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着。早
在吐蕃时期，权贵阶层便开始以施造
唐卡的方式兴佛。后宏初期，高僧大
德也时常亲自参与艺术实践，以此弘
扬佛法。因唐卡的内容以诸佛菩萨之
圣像为主，用于各类仪式，故历来被视
为圣物。元朝以后，唐卡既成为西藏
地方向中央王朝纳贡的方物，也是朝
廷赏赐给西藏地方僧俗首领的礼物。
到了当代，唐卡从多重途径流入国内
外艺术市场，成为收藏和拍卖市场中
的艺术品。在国内，那些具有历史和
美学价值的古代唐卡纷纷被列为重要
文物，与唐卡相关的技艺也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国家立法保
护。故而唐卡也具有了圣物、礼物、艺
术品、商品、文物、文化遗产等多重属
性，连接着各种社会关系。

西藏自治区山南博物馆收藏着一
件明永乐年间（1403-1424）胜乐金刚
织锦唐卡，笔者分别于 2020 年 8 月和
2021 年 1-2 月在山南进行了田野考
察，了解到自15世纪以来，这件唐卡的
属性经历了从封赐礼物到仪式圣物、
展陈文物的转变过程。通过分析这幅
唐卡相关联的社会关系、文化表征与
价值生产，本文尝试理解和探究其背
后的汉藏文化交流历史，以及经历再
语境化之后呈现出的当代意义。

一、作为封赐礼物的唐卡：礼仪政
治中的汉藏融合与价值竞技

山南博物馆藏永乐织锦胜乐金刚

唐卡通高 526 厘米、宽 319 厘米，画心
高 286 厘米、宽 208 厘米，形制十分巨
大；画幅中心为胜乐金刚与多吉帕姆
双身，其造型既符合量度又生动传神；
主尊身后装饰着桃形的火焰纹，构图
简洁大气；以藏青色丝绸为底，以金色
丝线织造图纹，色彩华贵而典雅；画面
右上角六字金色汉文楷书“大明永乐
年施”题款。这件永乐织锦胜乐金刚
唐卡最早公开出版于1987年《西藏概
况》画册，由于只刊登了图片，缺乏收
藏地、尺寸、工艺等基本信息，致使后
面学者在转引材料的过程中曾一度产
生混淆。通过对已公布的“大明永乐
年施”题款织绣唐卡进行图像与文字
描述的核对，笔者共统计到6幅同款唐
卡（见表1）。在工艺上，山南博物馆藏
胜乐金刚与布达拉宫藏的独雄大威德
金刚最为接近，均为深底金丝织锦。
在题材上，山南博物馆织锦胜乐金刚
与大昭寺刺绣胜乐金刚相同，两幅唐
卡的主尊造型和身后火焰纹几乎一
致，似乎使用了相同的底稿。画面中
的胜乐金刚有四头十二臂，主臂左手
持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两手同时拥
抱明妃多吉帕姆，二足以威立姿踏二天
人，右腿伸，左腿曲。多吉帕姆为一面
二臂，右手持钺刀，左手持嘎巴拉碗，左
腿伸与主尊右腿并齐，右腿盘于主尊腰
间。在12—14世纪的西藏唐卡和壁画
中，胜乐金刚通常被描绘为眉头紧锁、
眉稍挑起、怒目瞪视、鼻头微耸、微露獠
牙卷舌等特征的半静半怒相。但是在
这两幅唐卡中，胜乐金刚的眉毛均变成
装饰性的一波三折形状，眼睛狭长而微
曲，眼外角细长，眉目含笑，如同明代工
笔画中的人物眼神；眉头皱起和鼻头耸
起的纹路均大量减少，更似静善相神灵
面相，符合内地审美习惯。在构图上，
主尊均占据了绝大部分画面，显得主体
突出，气势恢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宫廷织绣
唐卡随着文物普查报告、对外交流展
览画册、收藏拍卖图录的陆续出版而
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中，“大明
永乐年施”题款唐卡作为永乐时期的
标准器而倍受学者重视。这种视角关
注器物本身，包括唐卡的工艺传统与
形式美学特征等，以此作为同类织绣
唐卡的断代依据。在相关的研究中，
织绣唐卡被追溯至有关吐蕃赤松德赞
时期（742-797）桑耶寺中三幅丝缎唐
卡的文献记载和宋代的缂丝唐卡实物
遗存，此后这一艺术传统在西夏和元
代宫廷受到推崇，于明代永乐宣德时
期发展到高峰，并延续至清代宫廷。
在美学传统上，永乐年款织绣唐卡呈
现出汉藏融合的风格特征，尤其是巨
幅的形制、主尊突出的构图被视为是
融入了明成祖朱棣的审美喜好。

从由器物讨论人与社会关系的视
角而言，永乐织绣唐卡常常与金铜造
像、印章、经书插图、壁画等一道作为
汉藏交流的视觉表达进入学术讨论之
中。如海瑟·噶尔美(Heather Karmay)
于1975年出版的《早期汉藏艺术》，即
是最早突破西方学术界只关注西藏艺
术中印藏传统的局限，对汉藏艺术专
题的开创性研究。在讨论明代汉藏艺
术部分，作者以永乐年间《甘珠尔》插
图、《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插图、金
铜造像，联系明初赐封“三大法王”和

“五王”这一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
1997 年，迈克尔·汉斯(Michael Henss)
最早对明初的织绣唐卡做了专题论
述，文中引用了包括山南博物馆藏织
锦胜乐金刚在内的 4 幅“大明永乐年
施”题款唐卡。由于这一题款只标识
着赏赐者永乐皇帝的信息，但是受赐
者却并不明确，故成为学者们考证的
热点和难点。汉斯认为唐卡中上方上
师小像并未显示出明确的教派倾向，
故只能说明此类唐卡与三大法王有
关，并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这些唐卡极
有可能是在1408年受封为大宝法王的
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1384-1415）返
藏之时，或者是 1413 年、1419 年和
1423年永乐皇帝派遣使臣赏赐西藏僧
俗首领而随之到达西藏的。张润平等
公布的文献《西天佛子源流》记录了永
乐九年班丹扎释受明成祖派遣“赍持
赐大宝法王西番字大藏经，镀金彩画
刻丝织绒绣佛像”等内容，这进一步证
实了以往学者的推测，只不过仍不能
说明目前传世的该类唐卡均于同一时
间赏赐给了同一个人。熊文彬通过对
文献的梳理列出明代宫廷艺术品进入

西藏的记载，发现无论是汉文官方正
史，还是相关藏文史料，均未对这些宗
教艺术品的题材、内容、数量、工艺等
做明确记录，更多只是笼统地记为佛
像。杜凯鹤(Karl Debreczeny)于 2007
年提交的博士论文是西方学术界至今
为止对明代汉藏艺术交流进行的最深
入的研究。他以艺术史与人类学的双
重视角，强调艺术作品的语境化，从明
代宫廷、法海寺、瞿昙寺、大宝积宫等汉
藏艺术生成的地点切入，将绘画置于确
切的历史关系之中，并提供更完整的宗
教和政治背景。2014年11月，永乐刺
绣唐卡红阎摩敌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会
上以3.48亿港元天价成交，引起公众和
学术界对“大明永乐年施”款唐卡的广
泛关注。有学者通过追溯该唐卡此前
的收藏地为锡金国进而推测其极有可
能与隆德寺和五世噶玛巴有关。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唐卡已拥有了各不
相同的轨迹，从国内的收藏地来看，还
有大昭寺、布达拉宫、琼果杰寺等与格
鲁派有关的寺院，这似乎又意味着受礼
者也有可能还包括受封为大慈法王的
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1354-1435)。

此外，尽管学者们都会将此类唐
卡与永乐时期的历史背景相关联，但
是对于礼物表达的社会关系，学术界
仍存在着较大争议。一些学者倾向于
将明成祖对三位“法王”的礼遇附会为

“供施关系”；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藏
汉文献和图像材料，论证了赏赐礼物
是明代“多封众建”治藏政策的体现。
所谓的“施供关系”在学理上其实存在
着颇多不合逻辑之处：其一是以西方
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视角将中国古代君
王施行的礼仪政治理解为个人行为；
其二是以今释古，用欧洲近代才兴起
的“民族国家”概念去衡量明代中央王
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古代中国社会
中的礼仪政治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被
西方人类学者注意到。这种既包含

“一体性”又强调“等级性”的差序格局
由“礼”所维系：一是通过朝贡关系及
其相关仪典将社会关系加正统化；二
是以物品与礼俗交流将上述社会关系
与结构的象征意义进行物化表达。因
此，礼仪政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明初
西藏地方被整合到中央王朝体系之中
的文化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封
授三大法王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
礼仪政治，而这类织绣唐卡则是嵌入
在一整套礼仪制度中的重要礼器。因
此，唐卡作为礼物表达的社会关系，既
需要还原其永乐时期的历史语境，更
要从单一文化中心主义视角中跳出来
进行跨文化比较，才能更深切地理解
汉藏文化交往互动的象征意义。

三大法王被封授的过程在汉藏史
料中都有较多记载。大致程序是：皇
帝先遣使诏请，高僧受诏来京朝觐接
受封赐，返藏之后不断遣使入贡，皇帝
又加倍回赐。在这频繁往来过程中，
礼物成为关系与情感的重要表达。三
大法王中，以永乐五年受封为大宝法
王的噶玛噶举派首领德银协巴礼遇最
高；永乐十一年受封为大乘法王的萨
迦派首领昆泽思巴（1349-1425）礼亚
于大宝法王；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在
永乐十五年受封西天佛子，礼亚于大
乘法王，宣德九年又受封大慈法王。
例如，《明实录》等史料记载了五世噶
玛巴德银协巴（文献中记载为哈立麻）
赴南京朝觐明成祖和受封大宝法王的
过程，并罗列了大量赏赐礼品清单，佛
像等宗教艺术品便是其中一类（见表
2）。从表2中能看到，哈立麻向明成祖
进贡礼物的记载有三条：一是永乐四
年接到诏书之后献佛像等物，二是永
乐五年正月进贡马匹等，三是永乐五
年四月献佛舍利等物。其余的记载主
要是关于讲经说法、举行超度仪式等
宗教内容。明成祖向哈立麻赐物的记
载多达十二条，其中赐物最丰的有三
次：一是初次进宫赐宴，二是为太祖帝
后建普度大斋，三是封授大宝法王。
这三次赐金高达百两、银达千两，另有
各种珠宝器皿、丝织品、宗教用品、生
活用品、牲畜等无数。此外，在永乐六
年辞归时提到了赐佛像等物，在永乐
九年提到了赏赐织锦佛像。

在上述各类赐物中，胜乐金刚织
锦唐卡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首先，

织锦唐卡在礼仪政治中传达着“一体
性”，是汉地宫廷丝织技艺与藏传佛教
艺术相融合的至宝，兼具了宗教用品、
丝织品、艺术品等珍贵之物的属性。
早在吐蕃时期，丝绸就已从汉地传入
雪域高原为贵族阶层享用，并逐渐发
展成为一种表达尊崇之情的重要礼佛
用品，广泛应用于佛像、佛经等各类法
器，乃至佛殿的装饰。胜乐金刚是藏
传佛教无上瑜伽五大本尊之一，其修
行活动在噶举、格鲁、萨迦等三个主要
教派中均有传承，并随各派高僧的活
动传至汉地。例如，噶玛噶举派三世
噶玛巴让迥多杰（1284-1339）在元大
都圆寂之时所居佛殿便是以胜乐金刚
命名；罗布林卡收藏了一幅明朝宣德
年间创作的大慈法王缂丝唐卡，其题
记中记载了大慈法王的弟子灌顶国师
阿木葛和国师索南喜饶二人出资由明
朝宫廷内府施造时轮金刚、胜乐金刚、
喜金刚、大威德金刚和大轮金刚等缂
丝唐卡的信息。明成祖运用佛教艺术
意象，将唐卡与西藏高僧的个人身份
联系起来，从而在物品上打上个性印
记。这种物与人形成的混融状态，使受
礼方乐意接受，并因对物的认同而由物
及人，进而对赠礼者产生认同，于是赠
礼者与受礼者便建立起一种深层的精
神关联。此外，佛教艺术意象还具有超
越文化、族群、语言的包容性特征，有助
于中央王朝与受赐者建立起文化认同，
达成其天下归心的政治意图。

其次，这幅唐卡在礼仪政治中还
表达着“等级性”。西藏僧俗首领所进
之贡品以马匹、宗教纪念品、氆氇等土
特产品为主，在数量上没有严格的要
求。但是对于回赐，明成祖明确要求

“厚往薄来”，“朝廷柔远人，宁厚勿
薄”，据说回赐一般是贡物的三倍之
值。这种双方在朝贡与赏赐物品往来
中的不对称性也被学术界所关注。一
些学者因此将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宗
教首领的礼遇曲解为受赐者比皇帝享
有更高地位。还有学者则将此解释为
以经济手段强化对藏地施政，并将朝
贡制度视为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
心。尽管这一视角洞悉到了治理中的
经济维度，然而如果将所有礼物折合
为现金进行计算衡量，只将这一行为
理解为冷冰冰的实用性和价格的逻
辑，就模糊了商品交换与其他更富有
人情味、更为多样化的交换形式之间
的差别，掩盖了礼物的象征意义。

大量有关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志研
究表明，礼仪政治中的礼物往来并不能
被约化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在
各种仪式化和夸张的慷慨行为中，强调
回礼的价值要超过接受之礼的价值，这
一象征意义通过人们所共知的文化区
分得到凸显。阿帕杜莱指出，人们不仅
通过礼物交换争夺地位、头衔、名声，更
重要的是获得社会中核心价值的象征
权力控制，他将这一现象称为价值竞技
（tournaments of value）。这一概念不
仅揭示了价值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指出
了不对称回礼背后的文化逻辑。在古
代中国的礼仪政治的文化逻辑中，对送
礼、受礼和回报的看重并不取决于实际
交换的利益结果，而是取决于交换行为
所恪守的礼的形式和这种社会行为中
对规则的体现；体现为人的行为与宇宙
力量之间的联系，如天兆瑞祥、四夷来
朝、天下归心等，象征着帝王的德行和
天命，昭示着“奉天承运”的权力合法
性，故而“怀柔远人”同时也是国家内政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明成祖以最隆重的礼仪把
最珍贵的织锦唐卡赠送给西藏宗教首
领，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体现薄来厚往，
更是在象征领域赢得了价值竞技。并
且，相较于其他方式，以宗教艺术形式
参与价值竞技显得更加柔性和触动心
灵，也更能赢得人心与威望。赏赐唐
卡的行为成为礼仪政治中“美的竞争
力”。明成祖通过这种柔性而非武力
的方式，将明朝中央和西藏地方整合
为既包含着一体性又强调等级性的社
会关系，并通过朝贡关系封授僧俗首
领和相关仪典，将这种社会关系加以
正统化，而各种物品与礼俗交流则是
对这一社会关系的象征表达。

二、民间礼俗社会中的唐卡：西藏
地方对中央王朝象征符号的转换与借
用

如果说还原器物最初生成的语境
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在当时的形式、意
义、功能。那么再语境化的器物，就不
再是尘封在特定时空中的“遗留物”，而
是流动的、不断整合的，处于不断创新
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视角让
我们跳出本质主义的思维惯性，关注物
的生成性。那么，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流
转，经历新的人与事，永乐织锦唐卡又
被赋予了什么新的意义与价值？这些
新呈现出的属性与其最初的汉藏交流
历史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当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追溯此幅永

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的收藏脉络时，
来自各方面的线索将我们引向了琼果
杰寺。琼果杰寺位于今天西藏山南市
加查县北部崔久乡境内的美朵塘，海
拔 4573 米，距加查县城 57 公里，距著
名的神湖拉姆拉措仅15公里，由二世
达 赖 喇 嘛 根 敦 嘉 措（1475- 1542）于
1509 年（明正德四年）创建，后经历代
达赖喇嘛修缮扩建，逐渐成为达赖喇
嘛夏季行宫之一，是与布达拉宫、大昭
寺、三大寺、上下密院相提并论的格鲁
派重要寺院。据山南市文化局强巴次
仁副局长回忆，山南地区文管会工作
组于1987年在基层做文物调研时，琼
果杰寺的一位老僧人来报告，说以前
该寺展佛用的一幅老唐卡在“文革”期
间失散到了民间，那幅唐卡很重要，为
汉地皇帝所赐，大概是某一位达赖喇
嘛带过来的，现在有人要把唐卡捐回
来，请工作组前往做文物登记。当时
文管会领导土登朗杰和强巴次仁在现
场通过“大明永乐年施”题款识得此幅
唐卡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为保护
文物安全，便与寺院达成协议：唐卡交
由山南地区文管会保管，每年举行佛
事活动时再送回寺院。

在琼果杰寺民管会主任洛桑土登
等僧人的口述中，这幅永乐织锦胜乐
金刚是汉地皇帝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嘉措（1708-1757）的珍贵礼物。
他向笔者感叹：“如果文物丢失了，历
史也就消失了！”而这幅幸存至今的唐
卡，承载着琼果杰寺重要的历史，具有
特别的意义：

七世达赖喇嘛和汉地皇帝关系很
好，是皇帝的国师。听老人们说，从五
世达赖喇嘛开始，达赖喇嘛就是皇帝的
国师。七世达赖喇嘛去内地时，皇帝赏
赐了四幅斯唐钦莫（金丝织绣唐卡），包
括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时
轮金刚，但是时轮金刚流失了，实际上
只带回来3幅，老人们认为是藏地福德
不够。这3幅织绣唐卡分别收藏在甘
丹寺、布达拉宫和琼果杰寺。

琼果杰寺提供的唐卡来源信息与
唐卡本身的题款似乎存在较大矛盾之
处。一是因为琼果杰寺建寺时间比大
明永乐时期晚了将近一百年；二是七
世达赖喇嘛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格
鲁派宗教首领，更比大明永乐时期晚
了300多年。因此，这一口传历史显然
是永乐织锦胜乐金刚唐卡在新的语境
之下形成的又一新版本。人类学者已
经注意到物经过历时的纵向社会传
递，会形成相关的口头传说，并随着它
们的所有权而流传下来，这些词与物
共同构成了价值附加的维度。威娜
（Annette Weiner）谈到，在物的传递过
程中，词可能会被改变，话语也在被不
断解释，从而导致了大量不同意义的生
成。物的来源也可能被重新置于另一
个人的谱系中。当物与新的主人发生
关联，物的多重属性得以显现。但是在
观念上，词与物的逻辑关系却都没有改
变。也许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因素，考
察唐卡的新主人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
措、新的收藏地琼果杰寺在格鲁派兴起
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理解这幅唐卡
在新的语境中传递的象征逻辑。

首先，从内部因素来看，琼果杰寺
是格鲁派神圣性的重要来源。16世纪
初，由于当时西藏内部复杂的政治环
境，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从拉萨转辗
来到山南加查兴建了琼果杰寺，使之成
为当时格鲁派宗教和政治的活动中心，
同时也使格鲁派在夹缝中得以生存。
此外，琼果杰寺附近的拉姆拉措被根敦
嘉措认定为其护法神班丹拉姆的寄魂
湖，开创了历辈达赖喇嘛夏、秋两季去
琼果杰寺修习的惯例，也开创了每逢达
赖、班禅等大活佛圆寂，便派人到这里
祭湖观影，请班丹拉姆女神预示灵童转
世方位的惯例。在七世达赖喇嘛的传
记中，他将琼果杰寺视为《噶当书》中授
记的圣地，受诸前辈上师加持，勇武空
行云集，与一般寺院不同，要求寺僧见
修清净、道行纯良，使之成为有缘聚集
福泽之地。尽管政教事务繁忙，但是七
世达赖喇嘛仍数次前往琼果杰寺朝拜
班丹拉姆女神、修供本尊、赐建金顶、讲
经传法、骑马养病等。

据琼果杰寺领经师云登加措介
绍，琼果杰寺地景的神圣性呈现为内
外兼具的四大续部坛城。寺院举行展
佛仪式的地点梅朵塘，周围堆满乱
石。二世达赖喇嘛初次到朵梅塘时，
打坐见到了文武百尊，这些石头就是
文武百尊的化现，是此地为圣地之征
兆，于是发愿在此修建寺院。当寺院
建成之后，根敦嘉措便在梅朵塘竖立
了一根经幡柱，称为梅朗达钦，据说在
此祈愿即会圆满。除了二世达赖喇嘛
之外，历辈达赖喇嘛中要数七世达赖
喇嘛格桑嘉措与琼果杰寺的联系最密
切。琼果杰寺中心主建筑区域构成内
部坛城，四周均有一个玛尼拉康，系七
世达赖在此养病期间根据请示吉祥天

女所得卦相而建，还为措钦大殿赐建
了金顶。七世达赖喇嘛在琼果杰寺曾
主持过两次时轮金刚大法会。琼果杰
寺是格鲁派为数不多以密修为主的寺
院。该寺每年有两次大型的法会，是
从七世达赖喇时期就已有的传统：一
是“古仪仲钦”法会，时间为藏历二月
初一至十四，为密宗学院的集体修学
会供。按照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
集金刚、时轮金刚的修行次第进行修
供。其中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集
金刚在主供强巴佛的措钦大殿内举
行，时轮金刚在银塔殿内举行。仪式
期间，会在殿内张挂相关本尊的大型
唐卡，用于集体观修。二是“杰亚曲”
法会，时间为藏历四月十一至十九日，
这既是萨嘎达瓦民俗活动期间，也是
拉姆拉措开湖的日子，故特别隆重，每
年都有数千人前来参加。四月十一至
十四日全体寺僧先举行八关斋戒，四
月十五日在措钦大殿内举行修供仪
式，会在殿内张挂释迦牟尼佛和五大
本尊的大型唐卡；四月十六至十九日
会在梅朵塘举行露天的仪式，包括煨
桑、立经幡柱、讲经说传、班丹拉姆祭
祀、跳羌姆、展佛等活动，公开展示释
迦牟尼佛、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
集金刚、时轮金刚等五大本尊的大型
唐卡，胜乐金刚织锦唐卡是其中一幅。

其次，在格鲁派兴起、达赖喇嘛政
教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
的支持是重要的外部因素。1653 年，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
1682）时期的格鲁派通过借助蒙古固
始汗（1582-1656）等外部力量，获得清
政府支持。清政府从安定蒙古各部的
边政方略考虑，大力扶持格鲁派。只
不过，在前期清政府是通过扶植世俗
政权的方式实现对西藏的统治，即只
承认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宗教领袖的地
位，并未赋予其任何政治上的权力。
1705年至1717年，因先后发生了第司·
桑杰嘉措（1653-1705）、拉藏汗（?—
1717）、准噶尔部等几方力量的战争，
导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坐床经
过变得十分复杂周折。1720 年，康熙
皇帝根据形势变化，册封当时的里塘
转世灵童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颁给
金册金印，并派清兵进藏平定准噶尔
之乱，一路将格桑嘉措护送到达拉萨，
登上了达赖喇嘛法座。1751 年，清政
府平息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
乾隆皇帝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
三条”，确立了由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
大臣共同领导的行政体制。达赖喇嘛
也由此正式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
权的最高首领。从七世达赖喇嘛执政
过程来看，清朝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
成为其世俗权力的重要来源。

七世达赖喇嘛历经康、雍、乾三朝，
为汉藏满蒙等多元文化交流做出了重
要贡献。例如，1744 年雍和宫改宫为
寺，七世达赖喇嘛先是奉乾隆皇帝谕旨
派高僧担任各扎仓上师，并从拉萨三大
寺和上下密院等处派18名优秀僧人前
往协助；又于1745年献《释迦牟尼佛本
生传如意藤》唐卡组画41幅和“通瓦顿
丹”宗喀巴大师银身像；1748年，七世达
赖喇嘛又从廓尔喀换得直径3米的大
白檀木一根，历经三载从西藏、四川运
至北京，由内务府工匠雕塑成了总高26
米（地上 18 米）的弥勒佛立像。1752
年，乾隆皇帝听闻布达拉宫的密集金
刚、胜乐金刚、大威德金刚三大坛城制造
完成，特赐七世达赖喇三大坛城的四面
精制牌坊。1755年，七世达赖喇嘛在晚
年病重期间专门召集画师在布达拉红宫
顶层南面彭措果巴寝宫内绘制胜乐、密
集、大威德立体坛城的经堂壁画。壁画
中描绘有七世达赖喇嘛的形象，以及八
大菩萨救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修供吉
祥时轮和胜乐金刚成佛图，还有五台山、
琼果杰寺等细节。1756年绘成之际，七
世达赖喇嘛对壁画十分满意，此后时常
对此壁画长时间注视祈愿，并命僧人定
期献供。在此幅壁画中，五台山象征着

“文殊大皇帝”，琼果杰寺等格鲁派寺院
则象征着七世达赖喇嘛的驻地。如果说
成就胜乐金刚佛身反映了其在宗教修行
上的终极追求，那么菩萨救护达赖喇嘛
的场景隐喻着现实世界清朝中央政府对
七世达赖喇嘛的支持。

从18世纪的历史语境再来理解琼
果杰寺僧人有关永乐织锦唐卡的口述
史，会发现明代中央王朝与西藏高僧
的关系被转换为清代中央王朝与七世
达赖喇嘛关系的意义表达，唐卡宫廷
御制身份与汉藏融合的艺术特征在此
情此景中成为被强调的重点，而最初
的赐礼者大明永乐皇帝的信息被模糊
为汉地皇帝，成为中央王朝权力的象
征。弗雷德·迈尔斯（Fred R. Myyers）
将澳大利亚原住民丙烯画的话语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discourses）视为一
种文化表征，因为原住民在解释绘画
时强调所绘内容与地景、梦境、神话的
关联性，表达着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
诉求。这种将口述传说与物联系在一
起的表述方式使词语被赋予了物质上
的真实性。因此，琼果杰寺僧人口述
的永乐织锦唐卡的历史也可以理解成
一种文化表征，是地方政教首领对中
央王朝权力象征符号的转换与借用。

（下转第四版）

汉藏文化交流史中的艺术品及其象征意义：

一件织锦唐卡的历史语境转换
刘冬梅


